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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学研究】

明代科举地理现象的再认识
———以徽州府科举群体为例

丁 修 真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２４１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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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明代乡试录、会试录等科举文献的量化分析，以徽州府为中心，重新探讨该地区科举群体地

理分布的历史现象。明代科举制度设计中的地域均衡原则，在府与府之间的录取结果上仍然得到了体现。

以学区代替籍贯为基准的统计方法，更有利于观察科举群体地区差异的消长变化。在明代五经分试录取

的原则下，地区科举群体分布差异除了经济社会层面上的解释，地区士子的专经化很可能是造成科举群体

地理分布差异更深层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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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举地理，是指科举群体所呈现的地理分布
及地区差异的历史现象。早在科举时代，该现象
便已引发关注。如明末张岱 《龙山文帝祠墓疏》
有言：“以故通郡而计，抡科第者城市不及于乡
村；为此画地以观，纡金紫者东南常盛于西北。”

已经是对明代科举现象数目与空间差异的一种概

括。随着西方地理学等知识的传入，科举群体的
地理分布逐渐成为科举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①。
近年来，明清以来大量科举文献的整理与公布，
进一步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入②。不过，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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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丁文江的 《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张耀翔的 《清代进士之地理的分布》（《科学》１９２３年第８卷第

１期）等文较早对科举群体进行了量化研究，对清代进士的地理分布做进行了分析。晚近则有何柄棣、陈正祥等人的研究涉及明清进
士的统计。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张步天在 《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一文中将明清时期的进士、尤其是各科鼎甲的地理分布作为历史
人才考察内容进行了研讨。可以说，量化研究已经成为科举群体研究最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

②　相关研究中全国范围有吴宣德的《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钱茂伟的《国家、科举与社会———

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等。地方行政区域则有多洛肯的《明代福建进士研究》《明代浙江进士研究》《清代
浙江进士群体研究》等。举人层面则有丁蓉的《明代南直隶举人研究》（华东师范大学２００９年硕士学位论文）、王红春的《明代浙江举人研
究》（华东师范大学２００７年硕士学位论文）、程小丽的《清代浙江举人研究》（华东师范大学２００９年硕士学位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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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指出，当下的科举研究 “在不少似乎已有深
入、充分研究的领域，也存在着基本史实不明甚
至讹误流传的情况。不少研究者对明代科举基本
史料的掌握，追求的往往只是数量的增加，而在
‘精度’上明显不足”。［１］２９就科举群体地理分布
而言，在分析方面也确实存有进一步 “精核”的
必要。要言之，问题主要存在于史料运用与视角
择选两个方面。
史料方面，朱保炯、谢沛霖所编 《明清进士

题名碑录索引》（以下称 《碑录》）是当前科举群
体地理研究所利用的主要史料。因其收录科年较
完整，人物信息来源也较为可靠①，历来为研究
者倚重。除 《碑录》外，尚有方志和各类科举名
录为补充。方志中的科举名录往往因编修者水准
而良莠不齐，错漏讹误较多，准确性较低，但由
于其对地方科举人才 （包括本贯中式②与冒籍中
式）搜罗的不遗余力，故在数量统计上具有参考
价值。上述史料的综合利用，基本能够确保研究
中 “量”的需求，但精度上却不时为学者所指
摘［２］。尤其是作为科举名录原始材料———会试
录、乡试录文献利用的缺乏［３］１０５，使得目前研究
所依赖的史料，大都是经过整理后的二手材料，
降低了结论的精度。
视角方面，目前学界习用的方法，大抵发端

于丁文江等人③，即以进士、举人等科举士子的
籍贯作为切入点，进而分析群体分布的地域特
征，探讨其与社会经济发展间的关系。这一方
法，其实和 《碑录》及方志中以籍贯对科举人才
进行记录的特点相呼应。换言之，学界目前对丁
氏等人研究方法的承袭，也正是长期依赖 《碑
录》等材料的结果。对于该种方法所能达成的目
标，学界不乏争议。葛剑雄便指出 “如何确定人
才的地理位置或范围，是人才分布 （人才研究）
的重要前提”，而 “一般的研究都以人物的籍贯

为统计指标”的方法实际上存在较大的问题，得
出的结论缺乏可信的基础，这是因为 “从人才研
究的角度讲，最主要的还是要确定对一个人之成
为某一方面的人才主要因素来自何方，产生在何
地”［４］３２。在葛氏看来，以籍贯作为统计指标的
最大问题，即在于无法有效地达成研究目标。

以本文所选取的徽州府地区为例，该地素有
“东南邹鲁，文献之邦”的美称。明清两代，巍
科极盛的科举现象早已引起学者关注。相关研究
在史料与方法的运用上，基本沿袭了上述框架模
式。但由于历史上徽州地区因大量流动人口所产
生的冒籍中式现象的存在———给以往籍贯精确性
要求较高的统计方法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故有学
者认为，以籍贯为基准的科举群体研究最终只提
供一种相对衡量的指标［５］３３４。这样一种判断，实
际上承认了依靠旧有史料达成研究目标的困难。

一言以概之，当前科举地理量化分析存在的
主要问题，是旧有史料所造成的结果失实与方法
失效。稳妥的解决方法，在于能否在提升史料质
量的前提下，摆脱单一籍贯统计分析的思路，寻
求科举群体分布差异的新解释。而近年大量出版
的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等原始科举文献，已
为上述转变提供了可能。区别于 《碑录》及方志
类材料，会试录、乡试录文献对中举人数的如实
反映将提供更为准确的数据，而其中关于中举士
子所在学校、士子中式本经等信息的记载，也丰
富了分析的择取角度。部分研究者也已着手利用
该类史料进行量化分析以解决相应问题④。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拟通过对明代徽州府科
举群体的考察，提出以往科举地理研究中不太为
学者所关注的几个问题⑤：一、明代科举考试与
科举群体产生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二、对于科
举群体的地理分布，除了籍贯，是否另有观察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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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 《碑录》的取材及文献价值，可参考吴宣德 《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古代科举士子考取科名一般以 “中式”称之，取 “中科考程式”之意，亦做 “中试”，本文中均统一为 “中式”。

丁文江的 《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一文较早以人文地理学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人物进行了分类讨论，文章目的在于探讨不同
地域人群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并未就科举群体展开专门的论述，但其依照人物籍贯进行统计的方法，却为后来学者沿袭，正如傅
斯年评价该文 “不取这篇文章所得的结果，因为他们不是结果；但取这篇文章的提议，因为他有将来”。

如汪维真在 《明清会试十八房制源流考》（《史学月刊》２０１１年第１２期）一文中，利用新近出版的会试录，对明代会试考试
士子所考本经的变化进行了量化分析，从而为明代会试五经房数增减的依据提供了确切直观的历史说明。

本文数据主要采辑于明代乡试录汇编 《南国贤书》（以下简称 《书》），该书收括了明代南直隶七十余科乡试录，其中成化甲
午科至崇祯壬午、科连续５８科乡试录取名单在 《书》中得以保存，较完整地呈现了明代徽州地区乡试科考的历史面貌。另鉴于 《书》

中对明代初期乡试录收辑的缺失，本文也利用了方志中的科举名录加以增补。通过比对，大致可以确定弘治 《徽州府志》选举志所
记载的举人名单，应该是当时人参考乡试录编纂所成，确保了数据的相对完整性。《书》现存有明万历与崇祯刻本，分别收藏于浙江
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本文所据则为该书清抄本，收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



角可循？三、对于科举群体地理分布现象，能否
有进一步解释的空间？

一、明代徽州府科举群体的产生

明代乡试采取分省取士制度，从景泰年间开
始，各行省乡试的录取名额———解额开始固化，
反映的是国家层面上对区域经济、文化资源分配
的制度设计。对此现象，学者已有详论①。但对
于解额固化下，区域内部解额再分配情况，尚缺
乏相关探讨。以往按照 《碑录》进行的籍贯研
究，主要是基于殿试录取结果的统计，由于殿试
一般不再黜落，故此种取舍方法，实际上忽视了
解额制度对士子录取数量的影响。而学者习惯将
本籍与外地中式人员混一的做法，也更容易模糊
直省解额固定化下区域内部间科考录取的竞争状

况。简言之，在科举群体地域分布研究中，科举
考试本身对于科举群体产生所施加的影响尚未被

纳入考察层面。如下则材料所示：

（应天）府应试生员二百余人，无一人中式
……场中原有佳字号，以别于他府，不知革自何
年。隆庆庚午科，治中包公在场，见填榜至四十
余名，本府无名，遂言云： “应天费许多钱粮，
费许多心力，曾不见一人中式，府官无光彩。”
……遂得中四人。［６］卷下，壬子场事，２２７－２２８

该材料看似一则科场轶事，透露的信息却值
得注意：一是应天府生员乡试时曾以 “佳”字号
区别他府，以确保该府的中式名额。二是中式名
单填榜至四十余名时，在尚无应天府士子中式的

情况下，官员出面干预，最终增加了该府的中式
名额。这表明在乡试录取时，“府”似乎是考官
权衡录取的重要单位之一，在府与府之间，存在
着名额此消彼长的关系。延及本文，徽州府作为
南直隶下辖一府，录取名额同样受制于南直隶的
解额数。明清徽州人文巍然已是共识，但以府作
为科考单位在南直隶的历史变化趋势并不清晰，
遑论与其他府之间的科考关系。故本文首先就该
问题展开讨论。
图１是根据清抄本 《南国贤书》所收录明代

６１科南直隶乡试录所绘制的明代徽州府乡试各
科录取的整体情况②。可以看到，图１所标识的
明代徽州府乡试科考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发
展趋势。明初乡试录取人员整体较少，除去相关
文献缺失而导致人数失实等原因外，也与当时南
直隶整体较低的解额数有关。景泰以后，南直隶
地区的解额数长期保持在１３５名，徽州府的科考
录取也呈现出较平稳的增长，平均录取人数每科
大致保持在１０—１５名左右。嘉靖至万历中期是
徽州府科考发展的一个旺盛期，除个别年份 （可
能是受到当时倭乱的影响），单科中式总人数较
之前有所增长，隆庆元年更是考取举人２５名，
占据了南直隶整体解额数近２０％的份额。然而
从万历末年开始，徽州府举人的科考中式人数开
始走低，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而值得注意的
是，从明万历末年开始，鉴于应试士子数量的剧
增，明朝政府连续数科对解额进行了调整，南直
隶地区的录取名额一直呈增加的态势 ，而图揭
徽州地区府地区逐年下滑的态势正与此相反，其
原因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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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明代徽州府举人乡试中式人数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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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明代解额制度的发展变化，可参见汪维真 《明代乡试解额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相关论述。

本文中绘制的表格如无特殊说明，所依数据均来源于台湾 “中央图书馆”所藏清抄本 《南国贤书》。



　　图２所反映的，是明代徽州一府乡试录取人
数在南直隶地区中的比重格局及其变化趋势，其
在南直地区解额的整体比重大致维持在１０％左
右。与同时期苏州、常州相比，徽州府的平均录
取率要略处下风 （图３）。从明初至中期，徽州
府整体上较常州、苏州府为弱。至嘉靖、万历初
年，徽州府持续发展已有赶超常州府之势。但从
万历末开始，因徽州府录取率开始持续走低，而

常、苏二府则保持了较平稳的趋势。因此，就整
个明代来看，徽州府尚无法与常州、苏州二府并
论，在南直隶的乡试竞争力中大致处于中上水
平。前人研究，往往注意明代徽州地区的科举群
体产生的总量，对其在明代乡试解额制度下，徽
州府与其他府之间的竞争关系关注不够，对徽州
府科举群体产生的历史变化趋势也少有关注，这
也正是以籍贯为视角所无法注意到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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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明代南直隶徽州府乡试中举比重变化趋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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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明代常、苏、徽三府乡试录取比重趋势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在明代南直地区的乡试
科考中，如苏、常、徽三府，其所占比重虽有变
化起伏，但基本维持在２０％—２５％ （苏州府）、

１５％—２０％ （常州府）、１０％—１５％ （徽州府）
的区间内波动。该现象反映出明代乡试录取的长
时态视角下，以府为单位的科举群体录取上存有
一较为稳定的消长趋势，解额在区域内部———至
少在府际之间———似乎也存在类似的分配现象。
该现象也表明，科举录取并非是地区士子间的自
由竞争，制度设计，即地域均衡原则，不仅仅体
现在会试的南北分卷与乡试解额上，在乡试地区
的内部，同样存在。这也意味着，科举群体的地
理分布原因，不能仅仅视作是一种文化地理现
象，明代制度设计上的因素应该更多的纳入考察

范围中。

　　二、明代徽州府科举群体的地区分布

地区分布差异是科举地理考察的另一重要方

面。以往研究，大都是以籍贯为指标，将行政区
域作为统计单位。不过在乡试录等文献中，考中
举子的信息则是以 “学籍”而非籍贯进行记录。
录取时，士子所在学校的学籍做为填榜与发榜的
依据。这一现象，已经上文应天府学中式的材料
得以印证。虽然籍贯与学籍的统计结果，在表现
上会存有重叠部分，但两者的观察取径并不一
致。籍贯统计在于考察历史地理与科举人才之关
系；学籍则关注科举考试中，地方学校作为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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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图２、图３的统计数据来源于 《南国贤书》，首先统计每一科苏、常、徽各府的录取人数，后计算其在南直隶解额数中所占
比重，所得数据便是明代苏、常、徽三府在明代南直隶地区乡试考试中的录取比例。这样一种统计，避免了数据上外籍中式对各府
每一科年录取总人数的干扰，能够更直观地观察各府在南直隶解额分配中所占据的份额。



单位之间的竞争关系，并进而探析乡试名额在地
区内部分配的情况。
具体方法上，学籍与籍贯的主要区别，便是

将包括府学在内的各级学校作为单位进行分析。
这一种法，不仅符合乡试录这一类的文献记载，
揆诸明代历史，也与当时实际情况相呼应：

八月，（松江）府学乡试诸生失科，壬辰会
试，凡由府学出身者，皆不第……民谣有云：重

恩牌楼过了河，府学生员脱了科……民谣又曰：
府学秀才，只进勿出。［７］卷３，记祥异

可见，无论是从科举录取的结果，还是从社会认
知来看，地方学校不仅仅是士子的习业之所，也
被当时人视为造就科举人才的主要场所，理应被
纳入科举群体分布讨论的内容之中。表１便是对
明代徽州府各学校中式举人总数的一个统计。

表１　明代徽州府各学区中举人数

洪武 永乐 宣德 正统 景泰 天顺 成化 弘治 正德 嘉靖 隆庆 万历 天启 崇祯 总计

府学 ５　 １６　 ４　 ８　 １０　 ３３　 ２０　 ３０　 ７２　 ９　 ９　 ３８　 ５　 １３　 ２７１

休宁 ２　 １０　 ０　 １　 ２　 １　 ４　 １０　 ５　 ３４　 ３　 ２８　 ２　 ２　 １０４

歙县 ４　 ４　 ２　 ２　 １　 ２　 １６　 ９　 １１　 ２７　 ５　 ４３　 ５　 ８　 １３９

婺源 ８　 １１　 ４　 ２　 ５　 ５　 １４　 １９　 １１　 ６２　 ２　 ３１　 ０　 ３　 １７７

绩溪 ４　 ２　 ２　 ０　 １　 ０　 １１　 １　 ９　 １２　 １　 ８　 １　 ０　 ５２

祁门 ２　 ８　 ７　 ５　 ９　 １０　 ２２　 １２　 ９　 ２０　 １　 １４　 １　 ２　 １２２

黟县 ０　 ３　 １　 １　 ０　 １　 ３　 ０　 １　 ８　 ０　 ２　 ０　 ０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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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明代徽州府各学区举人中式比变化趋势

　　数据表明，明代徽州府乡试录取呈现的是一
个以府学为中心的层级递减格局。其中徽州府学
共２７１人中式，远超出其他县级学校。婺源、歙
县、祁门、休宁县学分别有１７７、１３９、１２２、１０２人中
式，可以视为第二层次，绩溪与黟县分别只有５０、

２２人中式，在徽州地区居于末位。这样一个科考
格局，与按照籍贯进行统计的进士分布格局大致
相当①。府学的科考录取平均率最高，占据整个

徽州府１／３强的份额，而与其他学校相比，其录取
比率保持的也较为稳定，为徽州地区乡试中最有
竞争力的单位。并且从此结果来看，似乎学籍较
之籍贯统计，在结论上并无大的区别。
不过我们也进而发现，地区差异的整体格局

并非一成不变，通过图４对徽州府乡试录取比重
的历时性分析会发现，在明初徽州府的科考格局
中，份额比重较大的分别是徽州府学、祁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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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歙县是明代徽州府进士产生最多的地区，其次则为婺源、休宁、祁门、绩溪与黟县。参见李琳琦《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
其原因分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２期，第３２－３６页。



学、休宁县学，婺源和歙县并没有明显的优势。
至明中期，祁门县学比重开始下降，婺源开始上
升。万历以降，婺源开始跌落①，歙县则是稳中
有升。休宁县学在明代前期起伏较大，嘉靖之后
才保持了较稳定的发展。可见，徽州府学、婺源
县学、歙县学三地区的领先格局需迟至嘉靖中后
期方为确立。
那么，这样一种地区差异格局的产生与变化

的原因何在？学者认为徽州地区商业经济发展的

不平衡是明清徽州进士分布形成的重要原因之

一，科考本身所需要的大量经费需要当地商人以
及家族的支持［８］。以明代婺源县学为例，其考中
的１７７名举人当中汪姓共有４４人，万历十三年
婺源县学考中举人的６人当中，汪姓便占了５
位，确实反映出地方家族在地区科考中所发挥的
支柱作用。而整个徽州地区科考兴盛于明嘉靖之
际，衰落于万历之后的发展趋势，似乎也与徽商
在明代发展的轨迹暗合②。但我们也注意到，在
明初徽州府科考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的祁门，在
明中后期迅速衰落，呈现出与徽州府其他地区殊
为不同的发展轨迹，此外，婺源与休宁地区虽自
明中后期后变化较为稳定，但也存在着此升彼长
的阶段性差异。这样一种演变态势，与徽州地区
社会经济发展似乎并不契合。那么，这样一种变
化，与文章第二部分所提及的制度性因素是否有
关联？在科考群体的地理分布问题上，能否有进
一步解释的余地？

　　三、明代徽州府科举群体的中式差异

明制，乡试共分三场考试，“第一场试《四书》
义三道、经义四道”［９］卷１６０，洪武十七年三月戊戌，“士各占一
经，经必通，然后取之”［１０］第１２４８册，卷９，会试录序，１７８。至明

中后期，由于各种原因，三场应试渐成虚文，考
官往往以头场优劣选士③。因此，士子经义答题
的好坏直接关系其录取与否。而对于士子本人而
言，习经的好恶与难易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影响到
其科考的命运。如明末李贽对自己科考生涯的
回忆：

余自幼治 《易》，复改治 《礼》，以 《礼》经
少决科之利也。至年十四，又改治 《尚书》，竟
以 《尚书》窃禄。［１１］第１３５２册，卷１１，易因小序，１５１

李氏在习经问题上几经研磨，从 《易》变为
《礼》，又因 《礼》中式不易而改为 《尚书》，并
以此中式，习经与中式之关系可见一斑④。那
么，若将这样一种联系若放大为一普遍现象而加
以考察，对于士子的录取及其呈现的结果———即
科举群体的地理分布之间，又会有怎样的联系？

针对该问题，本文将明代徽州府士子中式所依本
经进行了统计，并将结果绘制成图５、图６。

从明代徽州府中式经书的整体情况来看，
《春秋》与 《尚书》中式人数最多，分别有２４５、

２４０人，《诗》和 《易》分别为１７０人与１５８人，
《礼》则只有６６人中式。就地区而言，祁门县
学、婺源县学中 《春秋》《尚书》二经中式士子
较多，休宁与绩溪则以 《易》 《尚书》见长。时
间上，明正德以前，徽州地区 《春秋》中式占据
相当高的比重，嘉靖以后则渐入颓势，其优势地
位被 《尚书》与 《易》取而代之。而将此种变化
趋势与图４各学区举人中式趋势相较，则会发现
二者变化上的趋同。前面指出祁门县学在正德以
前保持着较高的中式率，这一时期正值徽州地区
盛行以 《春秋》本经中式。如成化四年戊子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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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这一现象，当时人亦有感受，明末启祯时人余绍祉言： “婺为考亭故里，越元迄明，群贤辈出，独二三十年，科目稍不如
昔。”《晚闻堂集》卷十 《邑侯胡公星来校士序》，《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六辑２８册，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５０１页。

关于徽商产生与发展历史的研究，学界已达成较一致的共识，即形成于明成化、弘治年间，兴盛于嘉靖、万历之际，万历末
年受困于矿监税使，开始中衰，直至清康熙年间重新走向兴盛。具体可参见王廷元、王世华在 《徽商》（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一书中的相关论述。

清人钱大昕则干脆认为 “乡、会试虽分三场，实止一场，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 “四书”文而已”（顾炎武著，黄
汝成集释 《日知录集释》卷一六 《三场》，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９４５页）。

关于科举时代士子科考与习经的关系，美国学者艾尔曼通过对明清时期登科录及会试录分析发现，在明代早期，士子科考以
《春秋》经中式居多，在五经中式的比例上一度高达２８％，明代后期则降为６％，而 《尚书》的比重逐渐提高，由１０％提升到４２％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Ａ．Ｅｌｍａ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Ｐ７０１－
７０３）。刘毓庆转引杨晋龙文指出，明代所有参加科考士子，选择 《诗》经为专经而成为进士的人数，占到了总数的３４％，高居诸经
之首 （刘毓庆 《从经学到文学———明代 〈诗经〉学史论》，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８１页）。但就该现象与科举群体地域分布之间
的关系，未多着墨。



徽州府共考取１２名举人，其中１１人是以 《春
秋》本经中举。而从景泰元年庚午科直至弘治二
年己酉科的１４科考试中，祁门县学共考取４５名
举人，４３人是以 《春秋》本经中式。因此，祁

门县学在明中前期所保持的较高科考录取率，应
该与该地区盛习 《春秋》有关。这一推论，也可
通过相关史料得到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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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明代徽州府各学区中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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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明代徽州府举人中经变化趋势

祁门徽之属邑也，介乎众山之间，编户不逾
五千，而其名特著于天下者，以科目人材也。他
郡他邑非乏科目，而祁门特著者，以其多 《春
秋》也。天下之学 《春秋》者众矣，而祁门独盛
者，以其群居学校，受授有自而然者也。①

这样一种历史现象的形成，应该与明初理学
在徽州地区传承的情况有关。我们注意到，元明
之际在徽州频繁活动的几位名儒，如郑玉、赵
汸、汪克宽等人，对 《春秋》有着不同程度的偏
好②。不过，为何在祁门地区而非徽州其他地区
形成了这样一种学风，仍有待更深入的讨论。但

至少一点可以确认，祁门地区曾以 《春秋》而
显，但其所专研的本经似乎并非李贽所提及的
“决科之利”，故其科举的优势地位并没有保持长
久，而逐渐让位于更擅长 《易》 《书》的休宁与
婺源。

结　论

以上便是依据明代乡试录及相关材料，对徽
州府地区科举地理几个方面进行的量化分析。文
章从徽州府科举群体的整体格局与变化趋势再至

徽州府所辖一府六县的区域差异，进而通过士子
中式本经的差异来分析科举群体产生差异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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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弘治 《徽州府志》卷一二 《词翰》二 《祁门县重修庙学记》，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２２册。大学士丘浚有 “祁门春秋闻天
下”之语 （《重编琼台稿》卷一一 《赠浙江谢佥事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２４８册，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２６页）。

关于郑玉等人对于 《春秋》的重视，详可参看章毅在 《理学、士绅、和宗族：宋明时期徽州的文化与社会》（香港中文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一书中的相关论述。至于该现象又如何影响当时士子科考，祁门地区的学术传承与此有何具体联系，因非本文主
旨所关，故在此暂不展开。



因，对现今学界科举地理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进
行了回应。以往分析视角下，地区总量往往是本
地科考与外籍中式士子的总和，故其产生发生的
原因便很难与当地社会经济文化之间建立清晰的

联系，尤其是在解释地区差异变化时，难免给人
大而化之的感觉。
鉴于此，在转换视角的前提下，本文更多地

将徽州府置于南直隶整体格局中去把握该地区的

历史变化，并且也尝试着以另一种思路，即地区
之间的消长关系与士子习经等方面去分析科举群

体所呈现的地域差异。就徽州府内部的差异而
言，经济与文化是影响差异格局的背景性因素，
但在程度上，仍需进一步考量。以籍贯进行统计
的群体分析，尽管在整体数量上能够对地区科举
群体形成一个直观感觉，但却难以观察区域内部
的科考录取状况。府际之间的比重变化至少表
明，在乡试考试中，“府”是地区科考竞争的主
要单位，科举考试的录取结果，科举人才的产
生，与该单位有着密切关系。
士人中式本经的地域差异，实质是经学授受

地域化的表现，这样一种观察视角，更注重地区
文化与学术传授对科举地理现象的影响。而从分
析的结果来看，科举群体的地区差异并非只受社
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地区的学术脉络、区域文化
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①。
综上而论，以会试录、乡试录为基础的科举

量化分析，能够提供一种与以往研究有别的观察
视角。从科举考试本身出发，注意士子习经对于

科举群体产生地区差异的影响，联系地区府际消
长关系对地区科举群体产生的限制，进而理解科
举群体的产生并非地区自生自发的历史现象，而
是在某种程度上受限于制度与文化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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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科举考试本身所反映的 “时艺”现象的变化趋势，也应当有更积极的思想文化意义。周晓光在论及明代徽州地区学术地理演
变时，已注意到明中后期祁门一地学术地位的崛起 （周晓光 《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但若缺少
了明前中期祁门地区科考习业的积累，祁门的崛起，恐怕亦非几位思想家的登场便能够体现。或者说，对于思想史学术史研究，除
去历史上较明显的 “坐标”外，对于其周围的一般历史趋势亦应引起重视，因为 “趋势”构成了学术思想史的一种常态。


